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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增长的中国奇迹
＊

谢富胜，匡晓璐

［关键词］　转型增长；改革开放；中国奇迹
［摘　要］　解释 “中国奇迹”的核心，在于明确每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
调节旧技术经济体系中生产方式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消除新技术经济体系形成的体制性
障碍，确立新技术经济体系的发展方向以促进经济增长。１９７８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经
历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等三个阶段，形成了 “数量型温饱消费＋缺乏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 “质量型温饱消
费＋伴有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 “大规模标准化消费＋大规模生产”三种技术经济体
系。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个性化和标准化需求共存的动态社会消费模式已经形
成，当前技术经济体系难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新的
促进增长的技术经济体系。
［作者简介］　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匡晓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国内外称为 “中国奇迹”。解释中国奇
迹的文献汗牛充栋，以市场化改革论、比较优势论和地方竞争论为典型代表。市场化改革论认为建立
市场经济体制、实施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① 比较
优势论强调要素禀赋和国际市场的重要作用，将中国奇迹归因于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发展的出口导向
型经济。② 地方竞争论关注制度框架与地方政府行为，认为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通过税收和官员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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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激化了地方政府竞争，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① 三种典型理论
为理解中国奇迹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但市场化改革论无法回答为何许多采取了市场化改革的国家没
能创造增长奇迹；② 比较优势论难以解释那些与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类似的人口密集型国家为
什么没能获得同等增长；③ 地方政府竞争论忽略了中央政府的作用，且无法合理阐释中西部地区的
落后，现实中地方官员的收入与晋升机会与地方 ＧＤＰ并没有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④ 这些理论都
只抓住了中国经济转型增长某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并将其当作中国奇迹的根本因素，不能从总体上
分析中国长时段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当中国经济体制和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调整时，其解释能力
会大大下降。
目前学界对中国奇迹鲜有立足于问题导向的、长时段的、全面的历史分析。中国奇迹是在计划经

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过程中，由经济内部矛盾演化推动的阶段性增长的过程。“坚持问题导向是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⑤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从 “经济体制改革—技术经济体系”
互动的视角建立转型增长的动态矛盾分析框架，提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体制改革通过调节旧技
术经济体系内部生产方式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消除新技术经济体系形成的障碍，确立新技术经济体系
的发展方向以促进经济增长。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合理阐释中国奇迹对恢复经济增长动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预测和指导未来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 “经济体制改革—技术经济体系”分析框架

现代增长理论基于理性 “经济人”和市场经济制度永恒性假定，在总量生产函数中研究劳动力、
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等如何驱动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学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作为研究
对象，认为完善自由市场制度，保护私有产权，根据本国要素禀赋开展生产，将自然而然地实现经济
增长。现代增长理论面临以下问题：总量生产函数来源于收入恒等式 （收入等于利润加工资），全要
素生产率只是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函数，不代表任何实际生产过程，⑥ 经济增长真正的内涵是 “生产能
力和结构的转变”，研究经济增长应当回归生产主义；⑦ 现代增长理论也难以考察经济体制转变与经
济增长的动态联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Ｑｉａｎ，Ｙ．，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Ｂ．，“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ｓ：Ｍａｒｋｅｔ－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１９９６，１（２）：１４９　１８６；张军：《为增长而竞争：中国之谜的一个解读》，《东岳论丛》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２００７第７期；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尽管林毅夫等人曾多次强调渐进式改革对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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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社会的发展是由经济体内部矛盾演化推动
的。任何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本质上是社会需要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同
社会形态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社会需要在生产过程中被满足，同时新的社会需要也不
断产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需要在数量和质量上呈现出向上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一个需要的历
史序列。① 社会生产方式是某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相互关联的产品和工艺、技术形式、组织形式和管
理形式的结合，特定的社会需要与满足需要的生产方式共同构成技术经济体系。在特定社会经济体制
下，生产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沿着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使得该阶段的技术经济体系能够创造大量
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表现为持续的经济增长。但生产方式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又制约着需要的满
足程度，如果某特定阶段的生产方式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向上发展，技术经济体系内部的矛盾就会阻
碍经济增长。由于技术经济体系内部各经济主体和要素的调整意愿和速度不同，技术经济体系内部的
矛盾无法自行解决，需要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② 若新技术经济体系的形成要求经济体制发生重
大转变以致经济运行机制改变，则意味着经济转型。
变革经济体制以调节技术经济体系是不断探索和适应的过程，涉及政府、企业以及居民部门等各

个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反馈。（１）企业部门是生产主体，能够满足特定社会需要的生产方式从最初
的几个企业 （或产业、应用领域）向更广泛的企业乃至整个经济扩展，带动了整体经济增长。（２）居
民部门的消费需求是社会需要的主体，③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在不同历史阶
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来看，消费升级领先于生产方式调整。（３）政府是改革措施的制定者和推
动者，当旧技术经济体系内部出现矛盾需要转变时，现有经济体制形成的经济结构可能会成为技术经
济体系转变的阻碍，政府将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消除阻碍转变的体制性因素，通过改变经济关系 （包
括经济主体的权利关系、企业竞争关系、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关系等）激励经济主体改变行为方式以重
塑技术关系 （包括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要素成本结构等）。在此基础上，政府通过中长期规划，引
导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形成满足社会需要的新生产方式，保证技术经济体系朝着
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在新的技术经济体系下，生产方式与社会需要达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带来新投资和盈利机会的一组经济体制与技术经济体系的组合将主导下一阶段的增长。随着居民需要
不断升级，技术经济体系内部将再次出现矛盾，政府继续调整经济体制促进新技术经济体系形成以解
决矛盾，如此循环。④ 因此，经济的转型增长是不断变革经济体制以形成新技术经济体系的过程，没
有一种要素能线性化影响经济增长，在某一阶段促进增长的要素很可能在另一阶段成为增长的制约
因素。
中国经济的转型增长就是在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引导下，结合中长期规划，不断革新技

术经济体系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变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
程中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需要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并对主要矛盾的内涵进
行过两次正式的阐述。１９８１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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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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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算角度来看，社会总需求不仅包括居民最终消费，还包括投资和出口，但后两者始终受到最终消费的限

制，因此本文将居民消费定义为社会需要的主体。

除了经济体内部的互动、反馈循环外，还有一些外生冲击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如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等，但这具有偶然性，与技术经济体系本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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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① ２０１７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 主要
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表现为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需要与当前生
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化解这组矛盾也是化解其他矛盾、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着力点。在这一思想
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研判经济发展形势，采取渐进式改革政策，在国家主导下
引入市场调节机制，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再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相应地形成了 “数量型温饱消
费＋缺乏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质量型温饱消费＋伴有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大规模标准化消
费＋大规模生产”三类技术经济体系，经济增长分别表现出消费拉动、消费拉动—投资推动、出口—
投资联动的特点，增长率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一个台阶，到９０年代再上一个台阶，进入２１世纪后经
济增长同时显现出了规模效应和增长率效应。２０１２年开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表明不断升级的
社会需要同大规模生产方式产生矛盾，当前技术经济体系的潜力逐渐消耗，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
施，以期通过深化改革塑造新技术经济体系以维持经济增长 （如图１③）。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９年中国ＧＤＰ增长及要素贡献
注：两条垂直于横坐标轴的实线分别表示１９９３年和２００２年，划分经济增长的三阶段，虚线是２０１２年，表示当前技术经济体系

矛盾集中爆发的起点，即经济新常态的起点。

三、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数量型温饱消费＋缺乏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１９７８—１９９２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薄弱的国内工业基础和巨大的国际军事压力，国家的核心任务是快速实现工

业化，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保障下，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在短时间内建立了独立且较为完整的工业
体系。但快速工业化以抑制消费为代价，居民收入受到严格管制且倾向重工业的产业结构无法满足居
民消费需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内外局势趋稳，重工业产品需求锐减的同时居民消费被压抑，工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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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１２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８页。

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如无特殊说明，以下数据均来自于此或历年 《中国统
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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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无法释放，阻碍了经济增长。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明确
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１９８４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
了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改革核心是 “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
济体制”，① 通过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
经营方式，贯彻按劳分配体制，以及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等方式，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和生产能力。

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在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同时释放了长期压抑的消费需要。在城镇，中央上调
职工工资，企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职工奖励基金数额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１９７８年的

３４３．３元增加至１９９２年的２　０２６．６元。在农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农用工业品成本降低、农业贷
款增加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增强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１３３．６元增加至７８４元。居民收入提高释放出大量数量型温饱消费，包括食品、服装、日用品等。

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间，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从１８３元攀升至１　０５１元。与日常生活、居住相关的耐用消费品
需求规模扩大，１９８１—１９９２年期间，城镇家庭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量分别增加
了２６２倍、１２倍和１２４倍，完成了 “从无到有”的转变。得益于计划经济时期平均化收入分配体制，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同步增长，且城乡内部差异不大。

通过 “放权让利”调动了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１）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由于农业生产力提高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财政包干制激励地方政府开办乡镇
企业创收②以及中央给予的税收优惠，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突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社队企业的经营限
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生产。１９８８年乡镇企业产值达到全国工业的１／４，为将近１亿人提供了就
业机会。（２）国有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从１９８０年的 “利改税”到１９８４年承包制改革再到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股份制改革试点，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扩大，能够获得利润留成，激发了企业生
产积极性。③ 但由于隶属于行政机构且缺乏有效的金融控制，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有限，仍享有软预
算约束，效率没有显著提高。④ （３）个体、私营和 “三资”企业等民营经济出现。随着一系列政策的
实施，⑤ 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让位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１９９０年，非国
有企业 （包括集体企业）约占工业总产值的４５．４％，占零售业销售额的６０．４％。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六五”计划提出要 “大力增加适合社会现实需要的农产品、轻纺产品和其他
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的目标，“数量型温饱消费＋缺乏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逐渐
形成。该技术经济体系以居民温饱消费的数量型扩张为增长动力，轻工业高速增长，⑥ 耐用消费品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４７页。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包干制使地方政府能按照企业隶属关系获得税收，留存更多收入，此后地方

与中央开始 “分灶吃饭”，地方政府开始有自主权。

周叔莲：《二十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白果、米歇尔·阿格列塔：《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李陈华、许敏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１９７８年，确定对外开放方针，鼓励外商来华投资，与中资合办企业 （主要在经济特区）；１９８１年，中共十一届
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 “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
的必要补充”，正式承认了个体业主制企业的合法性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１３页。）；１９８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１１条，明确私营企业正式合法化。

主要是消费品加工业。其中，食品、纺织等传统工业经历了先高速增长后缓慢增长的过程，但与耐用消费品
相关的机械电子类工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且不断加速。



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３５　　　

量迅速增加，闲散的生产资源得以利用，带动了整体工业的增长，使中国经济增长迈上了新的台阶，

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间ＧＤＰ平均增长率达到９．６％，居民消费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４８．９％。新兴非
国有企业 （特别是乡镇企业）是主要生产者，位于产业链下游，规模较小但灵活度很高，能够迅速根
据居民需要开展生产。在向下游消费品工业引入市场调节的同时大部分上游生产资料工业品价格仍处
于计划调节，提高了消费品价格且降低了生产成本，极大地动员了经济主体参与消费品工业的积极
性。但下游生产企业本身技术水平较低，① 在市场调节机制下，短期利润导向型投资导致企业经营分
散化、地方化和规模小型化，企业盲目引进来源众多且互不兼容的生产设备和关键零部件，② 无法有
效吸收新技术，难以提高技术水平，主要从事外来零部件的组装，导致该技术经济体系表现出缺乏技
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特征，无法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只能满足基本的数量型温饱消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随着居民低档消费品需求饱和，粗糙的产品不再适应逐渐升级的
消费需求，出现了产能过剩。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以冰箱、彩电和洗衣机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持有
量增长率已经跌破１０％，大量工业生产能力被闲置。缺乏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从根本上源于增量
改革下价格变动不同步和产业发展不平衡。仅在下游消费品加工业中引入市场因素和国家优惠政策，

导致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基础工业的缓慢发展制约了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③ 另外，新兴企业快速
发展以国有企业的相对低利润高税负④和中央财政高补贴为代价，导致众多国有企业经营环境恶化，
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经济增长的矛盾集中表现为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的
通货膨胀，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达到１８．４％，紧随其后的是市场萧条、企业亏损和增长停
滞，中国进入三年治理整顿时期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在此期间，全国工业企业亏损比例平均超过

１５％，存货增加额达到将近ＧＤＰ的１０％，ＧＤＰ增长率平均跌至５．８％。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质量型温饱消费＋伴有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１９９３—２００１
１９９３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新一轮改革
完成了价格并轨，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模式，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在财
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体制、社会保障等方面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

分税制改革调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激发了地方政府竞争，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分税制
改革使地方政府由企业所有者变为征税者，要求地方政府开拓新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依靠招商引资
引入新税基，通过劳动力、环保、工业用地及配套设施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私营制造业，东部沿海

①

②

③

④

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导致新兴的下游生产企业本身技术起点落后。

例如，我国在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引进了３　９００项具有世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和７０年代水平的技术。但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以前，在短缺的市场环境下，政府和企业专注于扩张生产能力，而没能致力于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参见
《资料：新闻纪录影片 〈引进技术三千项见闻〉简介》，《瞭望周刊》１９８６年第４３期；吕铁：《论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
转换》，《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卢获：《变革性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５３页。

尽管 “七五计划”已经提出要适当控制一般加工工业生产的增长，同时加快能源、原材料工业以及交通通信
业的发展，但经济增长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以１９８８年为例，全民所有制工业 （国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与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之比约为１０．１％，低于
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１５．６％和２１．６％；同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与利润
总额之比约为２．０，高于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１．８和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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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首先建设了一批工业开发区，“以市场换技术”政策指导下外商直接投资成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技
术引进的主要方式。① 同时，以土地征用及出让为代表的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成为地方财政的新增长
源，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收入—银行贷款—城市建设—征地的循环链条，形成了 “经营城市”的增长模
式，开启了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张使得相关行业迅速发展。② 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提高，增
强了中央政府政策调整和进行各种基础性投资的能力。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和配套要素市场的形成推动了企业的现代化进程，规模效应开始显现，

微观经济效率有所提升。（１）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从政府部门
的附属转化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 “抓大放小”促使大中型国有企业合并成国家控股的更大规模、
更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小型国有企业通过破产、出售、拍卖、收购和合并等方式退出市场或民营
化，淘汰了低效和过剩的产能；国有企业逐渐退出了不占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在具有竞争优势和国民
基础性领域的规模效应增大，有利于重大技术创新的开展以及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２）民营经济加
速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地方政府将民营经济作为新增长点，设立经济开发
区，吸收国内外资本。民营企业充分发挥优势，填补了国有企业退出领域的空白，形成了高度协作的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垂直产业结构。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分散化、缺乏协调的情况不同，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份额向行业优势企业集中，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大企业集团崛起，规模经济
开始出现，轻工业产业集群在东南沿海兴起，专业化协作水平和大中小企业的社会分工程度提高，全
国市场统一化程度有所提升。③ （３）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制的建立为企业现代化经营提供了必要条
件。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释放了国有企业内部的冗员，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劳动力；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了
国有企业的福利支出责任；金融体系多元化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外汇外贸体制深化改革
允许私营企业经营外贸业务；④ 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弱化了政府投资主体的角色，企业开始进行自主
投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八五”和 “九五”计划提出要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振兴支柱产业和发展高科
技产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以适应市场需求，“质量型温饱消费＋伴有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的
技术经济体系逐步形成。随着耐用消费品普及和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的温饱型消费转为质量型增长，
城镇耐用消费品进入追求高质量、高档次、多功能的更新换代期，同时出现了以空调、电话、电脑为
代表的新一代耐用消费品，⑤ 上一代耐用消费品持有量在农村家庭中快速增长。⑥ 为了满足居民消费
需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粗放式生产伴随着技术进步，产品质量得以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水平
的全面提高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⑦ 这主要归功于政府主导的内涵式投资。为了缓
解基础工业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能源、交通通信等部门的投资，同时价格并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康荣平：《９０年代中国技术引进的新格局》，《管理世界》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三联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６　２４０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 （２００８）———中国工业改革开放３０年》，经济管理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３０页。

参见 《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１９９８年
第２８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 （１９９９）———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经济管理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０１页。

数据显示，这些耐用消费品在农村家庭中的保有量均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开始显著增加的。

吕铁：《论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转换》，《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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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基础工业产品价格提高，吸引了其他社会资金，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间基础工业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中的占比从１４．６２％上升至４９．０２％。① 在国家产业政策②和地方政府关于引进外资的竞争作用
下，上游元器件和装备工业发展起来，加之企业改革带来的规模效应，下游消费品加工业已经有能力
吸收和消化引进的技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迅速增长，国产品牌的质量和档次明显提高，
产品质量和功能已经能与国际接轨。１９９６年，国产品牌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的市
场占有率分别达到６７％、９９％、８９％和６４％。③ 在国内经济下行周期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的ＧＤＰ平均增速依然达到９．９％，④ 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相比再上了一个台阶，居民消
费和投资对ＧＤＰ的贡献率此消彼长，投资在１９９３年达到了５９％的水平。

１９９８年我国彻底告别短缺时代，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技术含量低的一般加工制
造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深加工的高技术产品难以满足消费需求。⑤ 另外，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收入两
极分化⑥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分化，一部分居民有消费能力没有消费需求，另一部分居民有消费需求没
有消费能力。⑦ 在消费需求的制约下，投资增长也开始放缓，企业和地方政府不愿投资、银行不愿贷
款，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为３１．０％，而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间骤降至９．３％。同
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恶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１９９８年出口总额在改革开放后首次出现
了负增长。为了稳定经济，１９９８年起中国政府实行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规模发行国债支持
基础设施建设，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反超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危机期
间起到了投资稳定器的作用。但投资的收入效应没有启动消费，反而成为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压力，经
济增长没能摆脱消费制约，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直接投资
拉动。⑧

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规模标准化消费＋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 “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
系”，⑨ 包括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⑧

⑨

数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８部 （上卷），

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７页。

产业政策包括扶植集成电路、电脑、程控电话交换机、电脑数控机床、自动化大型测量仪器、高精度铸造设
备等高新技术产业。

数据参见卢荻：《变革性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９页。

经济增速呈下降趋势是为应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经济过热，实施经济 “软着陆”的成果，经济发展速度恢
复到合理区间，通货膨胀被有效抑制。

刘志彪、王建优：《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战略》，《经济学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吕铁：《中国工业结构
调整与升级三十年的历程和经验》，《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例如，国有企业 “减员增效”导致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工人收入和福利削减等问题。收入分化主要体现在城
镇内部，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从１９９３年的３．８增长到２００１年的５．４。数据来自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２
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１９９８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
年第２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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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①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发展，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② 等
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为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
必要条件。

２００１年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新阶段。中国能够
在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浪潮中抓住机会，以生产和加工模块化组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并迅速获
得跨越式增长源于三个条件：第一，坚持对外开放战略和市场化改革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了制度
基础；第二，大量廉价且受过教育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释放；第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
使投资可以快速转化为生产能力。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后，中国贸易量迅速增长，加工贸易于２１世纪
初开始迅速增长 （见图２）。③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间，中国的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平均约为４７．５％，而

１９８１年该数值仅为６％。④ 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有利于中国通过 “干中学”促进产业升级，⑤ 推
动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此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催生了对劳动力的刚性需求，促使劳动力向城市
集中，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的国际因素。

图２　１９８１—２０１９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

地方政府以 “经营城市”为主要竞争手段，城镇化快速推进。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和要素流
动性增强，地方政府为提高收入，争夺各类要素和资源的竞争强化。⑥ 得益于土地出让制度改革，⑦

①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２５１、

１２５４页。

１９８１—２００８年数据来自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的１　５２表 《按贸易方式和商品类别分全国进出口贸
易总额》；其他年份数据来自ＣＥＩＣ数据库的月度加总，其中加工贸易包括进料加工与来料加工贸易。经过核对，发
现两个数据序列的重合部分 （１９９３—２００８年）误差微小。

然而，２００８年以后，随着外需疲软，加工贸易额迅速下跌，一般贸易的增长远超过加工贸易。

黄群慧：《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９年第７期。

２００４年，城镇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全面实施 “招拍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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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凭借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土地财政，推动了城镇化，包括建立开发区、
建设新区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ＣＢＤ等，① 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增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份额从２００２年的８１．６％增加至２０１１年的９７．１％，增速也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的１０％左右增加至

２０１１年的２５．３％，在２００９年还达到３０．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步增长，在２０１１年首次突破

５０％，产生了大量住房刚性需求，推高了房价，形成了巨大的投资空间，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
荣。② 商品房销售额从２００２年的０．６万亿元增加至２０１１年的５．９万亿元。

２１世纪头十年，“十五”和 “十一五”计划提出要优化工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发展面向生活消费的服务业等，形成了 “大规模标准化消费＋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经济体
系。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带来了出口扩张，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工资收入稳步增长，形成了生产扩
张—收入增长—消费增加的良性循环，促使大规模标准化的消费市场形成。居民消费整体上具有模仿
型排浪式特征，消费结构从 “吃、穿、用”等基本消费向 “住、行”等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转变。③

为了与国际生产标准接轨，以可互换零部件和流水线生产为特征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日趋成熟，与国内
大规模标准化消费模式相匹配。得益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企业改革形成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垂
直结构，加工贸易业、房地产业、汽车行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关联效应
带动上游产业产能扩张，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２００２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
升周期，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ＧＤＰ平均增长率为１０．７％，其中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间，经济增长同时显现出
规模效应和增长率效应，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 “黄金增长期”。这一阶段的经
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大量出口和投资，出口和固定资本形成对 ＧＤＰ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达到

３０．０％和４９．９％，而居民消费平均贡献率下降为３１．６％。

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我国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额在２００９年经历了暴跌 （见图２），当前
技术经济体系受到外需疲软的直接冲击，经济增长增速逐渐放缓。为抵御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政府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４万亿计划和１０万亿信贷政策），短期内经济中的
流动性迅速扩张，虽然令中国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得以维持１０％左右的增长率，规避了经济硬着陆的风
险，但２０１１年以后，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越来越有限，反而使得一、二线城市住房价格普遍
加速上涨，成为经济脱实向虚的导火索。随着限购令等平抑楼市泡沫的政策出台，过剩的流动性转向
金融市场寻找投资机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市场的震荡，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
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进一步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推高了实体经济增长的成本，加剧
了金融、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失衡。

六、破旧再立新：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

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跌破８％且连续８年下降，２０１９年经济增速约为６．１％。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明显放缓，从２０１２年的２１．３％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１％。实业投资意愿下降导致
了脱实向虚，金融和房地产企业的利润份额自２００８年起逐渐超越了第二产业，非金融地产上市企业

①

②

③

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三联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６　２４０页；李强、陈宇
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 “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刘民权、孙波：《商业地价形成机制、房地产泡沫及其治理》， 《金融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苏红键、魏后
凯：《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城镇化历程、启示与展望》，《改革》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

吕铁：《中国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三十年的历程和经验》，《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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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利润份额迅速攀升。① 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
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风险加大，我国经济面临着发展和安全的双重考验，“大规模标准化
消费＋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的矛盾开始显现。

首先，外需下降引致全面产能过剩。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下行、需求缩减的同时我国劳动力
供给缩减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加工贸易成本提高，我国企业出口竞争加剧，加工贸易额在２０１０年
到２０１８年期间几乎陷入停滞 （参见图２）。下游加工贸易企业投资紧缩传导到上游行业，导致上游重
化工业企业同样出现产能过剩，由于重化工行业固定资本投入大，产能缩减不易，产能过剩现象更为
严重。２０１６年，我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５９．５％
和７１．７％，均低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② 其次，国内收入分化使得全国统一的大规模消费市场让位于
标准化、个性化并存的多元消费市场，大规模生产方式并不适应消费模式的变化，导致消费不足与消
费外溢并存。由于在出口导向型部门就业的劳动者长期面临国际竞争，收入提高有限，２０２０年我国
约６亿人每月收入１　０００元左右。③ 低收入群体依然维持着有限的标准化消费。中高收入群体在经济
增长的过程中迅速崛起，形成了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但当前大规模生产方式只能生产标准化产品，造
成中高收入人群消费外溢，２０１８年中国进口消费已达到２万亿人民币，是本土消费的４．４％。④ 由于
大规模生产方式下生产专一化产品的专用机器投资沉没成本很高，生产方式转变艰难且漫长，是导致
我国制造业投资意愿下降的根本原因。最后，我国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和资源能源依赖进口，面
临各类 “卡脖子”和瓶颈问题。２０１９年，我国半导体进口量达到２．２４万亿人民币，在最重要的非资
源型六大工业进口品中占比高达６３．９％。⑤ 同时，２０１８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金属矿的进口和国产
使用量之比已经分别达到１４３％和８２％。⑥

恢复经济增长动力亟须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技术经济体系转变。近年来，中国政府坚持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为
构建更加完善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陆续推出了多项改革政策和指导意见，以期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新技术经济体系的形成。随着出口和投
资放缓，国内消费成为新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新发展格局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以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将中高端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新动能，把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提振消费的重要政策目标。为适应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数据来自于 Ｗｉｎ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经计算而得。其中，金融利润份额即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和汇兑净收益之和与利润总额之比。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
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８０２／ｔ２０１８０２２８＿１５８５６３１．ｈｔｍｌ．

参见李克强：《多策并举　把脱贫的底线兜住》，人民网，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ｌｉａｎｇｈｕｉ．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２０２０ｎｐｃ／ｎ１／２０２０／０５２８／ｃ４３２７８８－３１７２７９３１．ｈｔｍｌ．
参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２０１８）》。
“最重要的非资源型六大工业进口品”为海关总署统计的２０１９年 “全国进口重点商品量值表”中前六大非资

源型进口商品，包括半导体 （集成电路和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汽车及零配件、医药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
部件、液晶显示板，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３０２２４９／３０２２７４／３０２２７５／２８３３８１１／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数据来自 《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ｉｆｎｏｒｍａｌ．ｈｔｍ？ｕ＝／ｆｉｌｅｓ／ｈｔｍｌ／

ｑｕｉｃｋ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ｃｃ／ｔｒｃｃ０１．ｈｔｍｌ＆ｈ＝７４０，由笔者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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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
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同时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和基础创新，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传统制造业的
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
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践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效果显著，２０１９年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产能利用率较２０１６年分别提高了１１．１％和８．３％。① 与此同时，

一些代表性企业 （如华为）坚持自主创新，瞄准高端市场，推出个性化多样化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
占有率不断上升。为破除经济中阻碍技术经济体系转变的体制结构因素，高水平市场经济体改革还通
过优化国有企业布局、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等措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
结合，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深化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等。 “十四五”

时期，中国将继续努力探索恢复经济增长动力的有效路径，未来有望在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方案下，形成 “多层次动态消费＋智能化网络化生产”的技术经济体系。

七、结　语

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 “经济体制改革—技术经济体系”互动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增
长的动态过程，表明经济增长过程是不断变革经济体制，根据社会需要调整生产方式以形成新技术经
济体系的过程。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实践可概括为以下基本经验。

第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改革的目的，也是稳定的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工
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工业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质和量
的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坚持实业兴邦、制造强国的发展道路，

使中国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环境下免于落入金融化的陷阱。面对经济新常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
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② “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③ 推
进工业转型升级，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中国共产党坚
持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从实际问题出发，随时总结改革经验，“摸着石
头过河”。党深刻认识到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定中长期规划来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突出
矛盾和问题，“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④ 随着
新的社会需要模式的形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未来深化改革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第三，坚持发挥党的能动性优势。党一直以来都将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人民需求是贯穿于整个经济转型增长过程的主线，是发展的首

①

②

③

④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
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２００２／ｔ２０２００２２８＿１７２８９１３．ｈｔｍｌ．

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共产党员网，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２３７１．ｃｎ／

２０２０／０８／２５／ＡＲＴＩ１５９８３１０９２３５４８２７２．ｓｈｔｍｌ？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ｐｍｅｓｓａｇｅ．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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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标。党的能动性优势保证了增长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资源被有效吸纳、整合与动
员。在党的统筹、组织和协调下，社会各界利益主体结成命运共同体，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
大事，共同应对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风险和挑战。党的能动性优势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
自我提高的过程中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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